
中山装·旗袍·新唐装——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 
 

  服装是民族文化没有争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似乎是服装文化史、民俗学和民族学/文化人类学领域的基

本见解，同时，也是一般社会公众的常识性认知。但中国民族学对于“民族服装”或服饰文化的关心，主要

集中在国内少数民族服饰文化的研究上，相比较而言，对于汉族的“民族服装”，对于中国各地方丰富的“民

俗服饰”，进而对于“中国人”（国民）的“民族服饰”问题却较少涉及 

 

[2]。有鉴于此，本文拟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问题的若干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作一些初

步的探讨。 

  

  

民俗服装与民族服装：象征性与意识形态 

  

分别对应于汉语文中“民俗”与“民族”概念的用例，本文拟提出“民俗服装”与“民族服装”这样两个概念

[3]。所谓“民俗服装”，主要是指在中国各个地方的乡土地域社会中，与当地的生态环境、生计方式和民俗

文化传统均密切相关的民间服装。中国各地的民俗服装，大体上都是在相对封闭和自给自足的农耕社会、

半农半牧社会等背景下形成的。从棉花（实际上还应包括葛、麻、蚕丝等）的种植、采摘，到纺纱、织布

（粗布、土布、老布等），再到印染（蜡染、扎染等）、裁缝（女工），民俗服装乃是“男耕女织”之社会

分工结构的产物。民俗服装以手工缝制为主要特点[4]，就此而论，它和纺织工厂大批量制造的成衣绝然不

同。民俗服装具有颇为稳定的超越世代的传承性，其款式、纹样和裁缝手工艺或技法等，往往可长期保持

不变或较少变化，就此而论，它又和现代都市社会里变化多端的时装有明显的区别。下面拟以陕西地区的

情形为例，对民俗服装再作大致的说明[5]。 

陕西男子的春秋季服装，主要有用土布、白市布和浅蓝色条格布等制成的衬衫与便服。衬衫为圆领，

领高 1 寸左右，对襟，连袖或接袖，袖长过前襟，垂手处有紧袖口、开袖口和半截袖几种款式。便服款式

略同衬衫，尺寸稍大，布料多为斜纹布、毛呢和哔叽等，其实也就是稍微简易的“中山服”，或称“四个兜”。

陕南、陕北山区则有大襟长衫，套在贴身衬衫之上，长度遮住臀部直至膝上，腰间可系带；大裳，类似古

代“深衣”，民间称“大氅”，均正开长襟；带腰裤，俗称“大裆裤”，颇受农民欢迎。此外，民间还多穿开腰式

裤，亦即所谓西裤，俗称“插手裤”。男子夏季服装，主要有背心，俗称“汗夹”；正开襟的衫子；带袖汗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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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单薄凉爽的夏用裤子等。男子冬季服装，主要有中式棉袄，对襟，紧领口，一般再外罩护衫。除此之外，

还有棉背心、棉大衣、棉裤等。 

陕西妇女的春秋季服装，上衣多为红布衫、月白衫、葱白的确良衫、花格呢衫等。贴身穿的称为内衬、

衬衫，外面穿的称罩衫。衫子均圆领，正开襟。陕北中老年妇女喜欢穿着一种圆领大襟衫子。裤子有单、

夹之分，除中式传统的带腰裤，还有直筒西式女裤。妇女的夏季服装，主要有花格布衫子或夏布衫子，经

济条件好的则穿尼龙、涤丝或丝绸面料的衫子等。老年妇女多为深色夹衫，农村至今依然有妇女穿传统的

斜大襟衫子。妇女一般不穿裙装，而多为夏布或市布裤子。妇女冬季服装，主要有中式传统的大襟棉袄、

西式女棉袄，此外，女性还多穿毛衣、羊毛衫等。棉裤与秋季裤子的样式基本相同，也有少部分人穿中式

直筒棉裤（带腰）。乡下妇女亵衣，多为红色肚兜。 

从以上简述来看，陕西地区的服装民俗除了已经受到中山装、列宁装和西式衣裤的一些影响之外，确

实保存着很多地方性传承的特征，诸如圆领对襟的衬衫、棉衣和棉裤、大裆裤、大襟长衫、肚兜等。它们

作为民俗服装的重要特点，便是和当地的气候、风土及传统习惯密切相关联，往往还具有一些独特的穿着

习俗。例如，以关中地区来说，顺口溜有“旧衣罩在新衣外”（保护新衣，不露富）、“穿厚棉裤敞开怀”（春

秋季节，适应早、中、晚温差的方法）、“大裆裤子没裤带”（挽系）、“棉裤棉袄光里外”（以前的农民较少

穿衬衣和内裤）、“四季一身黑穿戴”（衣服色调较为单一）、“短衣套在长衣外”（马甲与坎肩）、“反穿皮

袄毛朝外”（耐脏、保暖）、“衣服上下没口袋”（旧时的对襟褂子和大裆裤均无口袋，钱物一般在贴身的肚

兜或头顶帕帕里夹带）、“裹兜老少四季戴”（又叫“肚兜”、“麻头”，功能有暖胃、防止着凉、遮羞、护身符

和贴身夹带东西等）、“皮袄不穿披起来”（夸示）[6]等等。此外，还有“二八月，乱穿衣”、“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等很多谚语，它们都充分地反映了当地民众的生活智慧和起居常识，是其民俗生活文

化的重要侧面之一。例如，“男女帕帕头上戴”一句，是说关中农民喜欢头顶一块黑色或白色手帕（方言称“帕

帕”），陕北农民的形象也是身着对襟夹袄，头顶白羊肚毛巾。这主要是因为黄土地带灰尘较大，手帕可以

挡风、遮尘、擦汗，顶或戴在头上很是方便。 

中国幅员辽阔，类似陕西这样具有地域性的民俗服装，其实还可举出很多实例。像客家人的服装，老

年妇女多穿青布宽大衣衫，上衣为大襟、右扣；中年妇女则喜欢穿碎花偏素、上下同色，尺寸略紧的衣衫

以便于劳作[7]。闽台一带由于四季如春，以薄袄轻衣即可过冬，故较少棉袄、棉裤；一般士女均着便于劳

作的“衫裤”，男衫对襟，女衫为侧开襟，即所谓“大面襟衫”；男女裤子均为宽肥的大裆裤，裤头多接白布[8]。

贵州的汉人支系屯堡人的妇女装束，多为青色或蓝色大襟长袍，腰缠布或丝质长腰带，并在衣襟、袖口等

处镶以花边[9]。福建惠安女的装束，民间则向有“封建头（头巾遮挡）、解放脚（基本上打赤脚）、经济

衫（上衣短窄、甚至露出肚脐）、浪费裤（裤子肥大、宽松）”等形象的说法。可见，汉族不同地区和不同

民系的服饰，在多少具有一些共性特点的同时，也每每有所差异，不少地区均有很多独具地方特色的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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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诸如客家人的凤冠、福寿帽（童帽）和木屐，四川的缠头白帕与女性围腰，陕西、山西和山东的肚

兜、虎头帽，上海的兜头手巾、老布作裙（围裙）与叠裤[10]，还有“红裙”、“披风”[11]等，江苏吴江妇女

的襡裙、穿腰以及“拼接”、“滚边”等缝纫技法[12]，山东渔民补丁密布的“风衣”和旨在保护孩子安康的“百

家衣”[13]等等，不胜枚举。 

本文所讨论的“民族服装”，主要是指在多民族的族际社会中，能够作为民族识别或归属之标识的服装。

在中国，此概念还常被用来特指少数民族的服装[14]。上述对于民俗服装的若干分析，大都也能适用于此

处所谓的民族服装，例如说，民族服装也与其具体的自然环境、生计方式和文化历史的传统密切相关等。

但是，民俗服装一般多不具有族际标识的功能。由于陕西地区较少其他民族分布，因此，通常也就不用特

别强调它其实也就是陕西汉族的服装，而只有当它与其他民族（如回族）形成对比或将其与西式服装文化

进行比较时，它才会显现出其作为汉族服装或作为中式服装的属性，也才有可能发挥出某种程度的族际标

识和认同的功能。当我们把它和其他地区的民俗服装进行比较时，一般我们会说它们分别反映了汉人服饰

民俗的地域多样性特点。 

显然，在民俗服装和民族服装之间，并不存在本质性和不可逾越的鸿沟。“民族”往往具有多层次的结

构，其内部常有支系、次级集团（例如，地域集团、方言集团或某些血缘支脉等）或更为基层的族群，而

其服饰民俗也每每会有所不同。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服饰也有可能作为次级民族集团的认同标识。

这方面的例子，或许以贵州苗族的服装文化最具有典型性[15]。 

据统计，贵州省境内约有苗族服饰 100 多种，身着不同款式苗装的人们往往可能属于不同的方言社区

或支系。贵州苗族妇女服装的传统款式有两个大类，一是大领或大襟衣配百褶裙，二是大襟衣配长裤。再

具体细分，据说又有若干类型（黔东型、黔中南型、川黔滇型、黔东北型等）和为数众多的“式”（在每个

类型下都包括若干式，例如，黔东型里有台江式、雷公山式、丹寨式等）。为节省篇幅，我们不用去描述

每种苗族服装的形态学特点及其彼此的区别了，这里只需指出的是，苗族服装是在贵州整体的族际环境之

中，亦即是在与包括汉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相互对比中才凸现其民族服装之属性的。若是没有族际的场景

和条件，就可将它们只理解为民俗服装。换言之，民族服装乃是在族际环境下由民俗服装延伸而来。至于

支系层面的各式服装，一方面，它们既具有反映其地域性特点的民俗服装的属性，同时，又具有在某些族

际条件下作为民族服装的资格。 

并非所有的民俗服装均能在族际背景下成为民族服装，这要取决于族际关系的各种具体的情形。族际

场景通常总会选择一部分民俗服装而不是全部来作为民族服装的典型，显然，民族服装是在族际环境下被

定义的，这就如同民族的“自称”和“他称”一样，既需要自称的依据，又需要有他称的承认。民族服装也是既

需要有民俗服装的依据和根源，又需要有族际环境的筛选。例如，在中国的大多数场合下，节日盛装要远

比日常着装更容易被选择作为民族服装或其改良的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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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服装在中国多民族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具有非常突出的典型性。由于琳琅满目的服饰文化本

身所具有的观赏性，少数民族的服装也就很自然地经常被演绎出许多特定的意义。例如，在很多国家仪式

的场合，少数民族的代表身着民族服装已成为一种惯例（人大和政协会议等）。几十年来，少数民族社会

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致力于改良、创制和界说着各自的民族服装，以及通过民族服装而在多民族的中国社

会里展示着各自的“民族形象”，此乃寻常可见的文化动向。例如，少数民族服装的“舞台化”倾向，大体上就

可以在如此的文脉中获得一定的理解。但有些时候，舞台化的“民族服装”，既可能制造出、也可能迎合于

周围其他民族有关某一民族的认知或印象。在中国多民族社会的族际关系里，除了民族服装的自我展示和

相互界定之外，服装文化的族际交流也是寻常可见的，例如，几乎在所有少数民族社会里，均不同程度地

出现了日常男装和汉族服装及都市时装逐渐趋同的发展走向。 

无论民俗服装，还是民族服装，在其作为所属社会之生活文化的意义上，它们并没有本质的差异。民

俗服装和民族服装都在具备保护人类身体之衣服自然属性的同时，还具有通过服装表现某些象征价值和文

化意义的社会属性[16]。例如，它们都和其社会的人生礼俗、伦常秩序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也都经常地

被用于作为各种社会与文化场合的象征物[17]。一般来说，服装的物理实用功能和审美、表现与象征性的

功能是同时并存的。越是在无法保证温饱的社会或时代里，服装的物理实用功能（挡风遮雨、避寒、护体、

遮羞等）也就显得越为突出；而越是在经济富足和社会生活自由化的社会或时代里，服装的表现、审美和

象征性功能（例如，夸示、职业和身份等级的标志、族群认同、个性张扬等）也就越发会得到膨胀，以至

于在现当代的时装社会里，服装的自然属性甚至有可能被其社会属性所彻底屏蔽。换言之，服装的进化历

程，多少具有物理实用之功能的重要性逐渐减弱，而其象征、审美和表现功能的重要性逐渐增强的倾向。

民俗服装一般较少发挥族际标识的作用，其物理功能和自然属性在社区或其地域之内有不言而喻的意义，

同时，在社区或地域社会的民俗生活中，它也一样可以发挥审美、象征和表现等社会属性方面的功能。例

如，日常服装、劳作服装和节日盛装的区分与组合，性别、年龄、职业以及不同人生状态（婚否等）的标

示等等。比起民俗服装来，民族服装由于需要在族际社会里展示民族的形象，故其物理或自然属性便不再

那么重要了，与此相应的则是其象征性往往会有突出的扩张。 

和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度里经常需要展示各自的民族服装颇为相似，在国际社会的场景下，

也就自然会出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在与西方或东洋的服装文化相对比时，明确中国或中式服装的

一系列文化特点或其历史传统的特点，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即便在现代社会里，人们身着民族服装的场景

和机会并不特别多，但民族服装依然是备受海内外关注的问题。 

中国自称“衣冠王国”。甚至早从先秦时起，汉人的服装形制就已初步形成了两个谱系，一是上衣下裳

（或裤），大襟、右衽；二是“深衣”，亦即所谓袍服。由于袍服不大方便于劳作，故较多为上层阶级采用，

下层民众则多采用上袄下裤。但无论哪种形制，中国古代的服装基本上都是平面裁剪，多为连袖（无肩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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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大倾向于强调人的身体与性别特征，而是以宽松、平直、随和以及遮掩人体为基本特征的。大约到了清

代，中国传统服装的大部分基本元素和各种传统技法便基本上趋于成熟，并成为后世人们进行服装改良和

服装创新的主要文化资源和基础。 

在讨论中国服装史问题时，应该指出中国文明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就是建立有严密的所谓“服制”，

亦即服饰制度。中国古代的服装制度，乃是其政治秩序、社会等级和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通过

服制规范官员与人民的行为，任何人不得僭越。历代帝王为政，均非常看重“服色”，每逢王朝更迭，总会

有“改朔易服”之类的举措，因为服制与服色不仅可被用来象征天命（如龙袍），还可以表现个人的政治抱

负和身份、地位等[18]（如“补子”）。《易经•系辞》里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乾坤”，

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服装在中国不仅是生活文化的一部分，它往往同时还是一种政治符号，其中蕴含

着很多的象征性和意识形态背景。正因为如此，在民俗学看来，服装往往有可能成为某种政治观念的载体

[19]。不过，服装的象征性意义也与其时代的诠释有极大关系。例如，很多年以后，海内外对中山服的印

象是“保守”，而“西装”似乎就意味着“开放”，殊不知中山装当年曾是颇为激进的一种“革命”服装。显然，要

想真正地理解中山装，还必须首先从中国服装的近现代史背景去入手，方才可能。 

从 19 世纪中叶至 20 世纪中叶，中国处于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衰败、被侵略、内战和革命的混乱时期。

在这个过程中，晚清时代中国人的装束——亦即男子以长袍短褂和发辨等为其典型形象，女性则多为“旗装”

或以“偏襟大衫”、裹脚等为其典型形象——被认为“保守”、“落后”、死气沉沉和具有封建意识而逐渐被国人

放弃。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社会生活方式包括着装服饰等，在剧烈迅猛的社会变迁中出现了改良、创新

和基本上是以“西装化”为导向的发展趋势。然而，全面、彻底的西装化并没能够得到顺利的实现，值得注

意的却是先后出现的很多次涉及“民族服装”的创制、“发明”乃至于重新建构的尝试。在所有这些重要的社会

文化实践当中，以中山装和旗袍的创制与流行最为典型，而不久前刚刚出现的新唐装的隆重推出，则似乎

说明中国人有关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即便是到了 21 世纪的初叶，依然尚未完成其最终的目标。 

  

中山装：孙文的成功和毛泽东的继承 

  

    中山装原本并非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其历史也并不很长。但是，为数众多的中国人却把原本具有西

式来源的中山装解读为自己的“民族服装”，这其间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关于中山装的原型与由来，诸说

不一，尚无定论[20]。不过，对于中山装之和孙文其人的特殊关系、中山装与海外华侨的密切关系、中山

装与西式服装文化的密切关联、中山装所有的革命意识形态属性等等，则是为大多数研究者们所共同承认

的。但在分析有关中山装的问题时，我们既应承认孙文个人的巨大贡献，也必须看到 20 世纪前半叶中国人

民服装生活变迁的时代大趋势及其深厚广大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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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中山装被推出和其普及之前，中国人在服装生活方面的变革便已有诸多迹象可寻了。在晚清掀

起的海外留学热潮中，在海外华侨社群中以及在沿海各通商口岸的城市里，“洋装”逐渐出现并为人们所广

泛关注。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很多知识分子和商界精英均采取了反清崇洋的立场，他们留学欧美、

日本归来后纷纷剪去辫子，脱下长袍马褂，蓄起“西发”，穿起了“西装”。换言之，历史发展到辛亥革命前后，

中国人服装生活的革新巨变业已揭开了序幕，并初步具备了一定的社会基础。当时，还曾一度出现过长袍

马褂和洋装相互混杂的局面，诸如在长衫外罩以西装之类的现象。 

    如前所述，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是要在改朝换代时更改年号和服制等。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政府的

急务之一，也是要尽快改变国人长期以来被西方列强目为“嬴弱”和“病态”的印象，亦即通过“剪辫”、“放足”、

“易服”、“咸与维新”，来逐渐树立起中国人的新形象。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经颁布了许多

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有关“剪辫”、“易服”等方面的内容尤其值得关注。在孙中山和革命

党人看来，剪辫旨在“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21]，可在令到之日 20 天以内实现，但“易服”的原则是“礼

服”在所必更，“常服”听民自便。可见，服装改革的问题确实是更为复杂一些。这是因为服装不仅涉及到民

族标识等重要的象征性，它同时还涉及到国计民生与民众生活等各个方面的问题，例如，从国家的纺织与

服装工业的水平，到各个地域普遍存在的“民俗服装”以及各种不同职业与性别的服装；从社会的阶级、阶

层结构到人生的不同阶段与不同状态等等。此外，社会生活的诸多具体场合或场景，也都往往需要人们通

过不同的服装去表现或展现。故当时所谓“易服”其实主要只是就礼服而言的。民国政府于 1912 年 10 月，

颁布了男女礼服，分别有中、西式和昼礼服、晚礼服等[22]，也正是体现了服装改革的这种精神与特点。 

孙中山本人大约是于 1895 年年底前后在日本的横浜剪辫、易服，穿上了西装和日本当时的新式服装

如学生装、士官服等，以表示与清朝决裂和崇尚新文化的革命决心。孙文最初的易服行为，在他领导辛亥

革命成功后，逐渐地发展出一种有关“民族服装”的思想，进而还进一步发展为具体地创制、示范、提倡和

积极推广中山装的社会文化实践活动。孙中山认为，穿衣是随文明进化发展的，故文明越进步，穿衣问题

也就越复杂；服饰应该既护体，又美观，还必须方便，不碍于劳作。他和当时很多革命党人认为，长袍马

褂不适宜于现代生活，且剪裁费料，不经济。在他们看来，对襟式短衫有失简陋；大襟式长衫则行动不便。

换言之，传统的中式服装被认为既不实用，也不合时宜。西装在当时的中国虽流行一时，但它除了上衣，

还需配合衫衣、领带、皮鞋、手套和礼帽等，不仅较为繁琐、费事，且价格昂贵，多需进口，故亦不大适

合当时国人的生活方式。作为爱国者的孙中山，甚至计算了进口洋布和西装而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损失，

因此，发展民族工业，提倡国货，以解决国人穿衣问题，便构成了其创制中山装的基本动机[23]。 

孙中山理想的民族服装，实际上就是使西服中国化，同时还应“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

观瞻”，也就是他希望有一种既能反映国人新的精神风貌，又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的服装式样。中山装也正

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经由孙文参与创制的中山装，兼具中、西服装之长，被认为是中西服装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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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结合的产物。中山装的推出和逐渐普及，被很多研究者看作是中国服装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改革，

有人说它使中国人较为彻底地告别了几千年的袍服传统；也有人指出，中山装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国

人对“民族服装”的渴望。可以说，在民国时代服装平民化、大众化、都市化及西方化的发展趋势中[24]，

中山装所发挥的前导作用尤其不应该被忽视。 

中山装的款式原型基本上是外来的，它以西式服装（无论其原型模仿自英国还是日本）为样本，汲取

了西式服装剪裁的不少技术。早期的中山装以单立领、领子紧扣（关闭式的中山装立领和开放式的西装翻

领，可形成鲜明对比）、对襟、装袖、暗兜或四明兜、后背破缝、直线排列七、六或五扣为等特点。同样

参照西裤样本设计的中山装裤子，把传统的连裆裤改为前后两片组合，其特点是前面开缝用暗扣，左右侧

设暗兜，左右臀部或各挖一暗兜，裤腰打褶，裤管翻脚等。在后来的发展中，中山装也不断得以改进和简

化，如立领改为翻领（亦称“翻折式立领”），使其更显硬挺、精神；破缝、袖扣等逐渐消失。中山装将一

般西式服装的 3 个暗袋改为 4 个对称明兜，颇符合国人的均衡审美观。中山装虽然取法于西式服装，基本

上可划归西式服装的谱系，但其款式与欧美的西服却也明显不同，其中多少汲取了传统中式服装的一些要

素，如对襟和某些传统的缝纫技艺等。中山装的造型也完全不同于传统中式服装的平面与连袖剪裁，它通

过装袖、垫肩、适当收腰等技法，在总体上达到了贴合人体而又端庄持重、简朴大方、严谨干练，有阳刚

之美的穿着效果。此外，中山装的缝制工艺也较西装简易；既可使用高级衣料制作，也可使用一般布料制

作；既可作礼服，也可作为日常衣服，适用于很多场合，被认为具有实用、方便和经济等优点。 

中山装的另外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亦即在西装基

本样式上渗入了中国的传统意识和革命意识形态[25]。据说孙文把早期的七纽扣改为五纽扣时，就是要象

征“五权宪法”[26]（一说象征“五族共和”）；中山装的四明兜，标志着“礼、义、廉、耻”四大美德（《管子

•牧民》所谓“四维”）；兜盖呈倒山形笔架式，象征革命要重用笔杆子(知识分子)；明兜的四粒纽扣蕴含人

民拥有“四权”之意[27]；衣领的颈部紧收，被认为是应对压力与危机的象征。有的裁缝师傅还认为，中山

装袖口的三个边扣代表三民主义，而四只加盖的明兜则代表四海归心等等。由于中山装是基于孙文及其革

命党人的政治理念而人为创制的，故蕴含着创制者强烈的主观意愿和设计理想，其象征性的特点也就显得

尤为突出。 

孙中山早年曾穿着过中式礼服、西服和日本学生制服等，但他晚年却主要只穿中山装。在孙文个人魅

力的影响下，同时也受革命党人的响应及民国政府的推行影响，中山装迅速风靡全国。1929 年，民国政府

重新颁布《民国服制条例》，将中山装规定为党政官员的礼服。当时的《宪法》也有规定，官员宣誓就职

时，一律穿着中山装；春、秋、冬季用黑色，夏季用白色。大约到 40 年代前后，中山装终于普及到了中国

社会的基层，并逐渐渗透到边远社区。当时在一般的县城里，大凡公务人员均多穿着中山装。这种情形反

映了新兴的国民国家之在建构“国民文化”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深刻地说明了国家机器和制服、礼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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